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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双减”政策是对宏观社会经济进行的调控，课后服务作为重要的社会工程，对促进社会进步、教育公平、青少年健康成长以及核心素养的形成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运用文献资料法、历史研究法、逻辑分析等方法，对“双减”政策下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演进历程、机遇挑战及实现路径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机遇为：国家政策支持体育类培训开展，为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提供法治保障；重塑健康成长教育生态，为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提供发展空间；严禁学科类补课行为，为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提供时间保障；学生体质发展切实需求，为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提供需求保障。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挑战为：校内资源不足制约了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普及性；绩效保障不足影响了学校落实课后服务的积极性；管理体系不健全阻碍了社会力量的参与性；校外培训资本化混淆了教育结果的公平性。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实现路径为：积极引进社会资源参与，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共育新格局；健全绩效保障评价机制，探寻课后服务提效增质新举措；构建课后延时体育服务体系，厘清各级管理职能新思路；明确学校育人主体地位，积极践行五育融合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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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Process, 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and Realization Paths of After-School Delayed Sports Service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Under the Policy of "Double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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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is a macro-social and economic regulation. After-school services, as an important social project, have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social progress, educational equity, the healthy growth of teenagers, and the formation of core literac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log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volution process, 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and realization paths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of after-class delayed sports service .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the opportunities of after-school delayed sports services are as follows: national policies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training, provide legal guarantee for after-school delayed sports services; reshape healthy growth education ecology, provide development space for after-school delayed sports service; subject-based supplementary lessons are strictly prohibited to provide time guarantee for after-school delayed sports services; students’ physical needs for physical development provide demand guarantees for after-school delayed sports service. The challenges of after-school delayed sports service are as follows: insufficient resources in school restrict the popularization of after-school delayed sports service; insufficient performance guarantees affect the enthusiasm of schools to implement after-school services; imperfect management system hinders the participation of social forces; capitalizing of off-campus training confuses equity in educational outcomes. The realization paths of after-school delayed sports service are as follows: actively introduce social resources to participate, introduce a new pattern of multi-subject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guarantee evaluation mechanism, explore new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after-school service; construct an after-school delayed sports service system, clarify the new ideas of management functions at all levels; clarify the main position of school education, and actively practice the new concept of five education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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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服务是涉及到千家万户的惠民工程，几乎所有中小学生都参与其中，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是课后服务的重要呈现形式，渗透在课后育人的各个环节之中[1]。随着国务院2021年7月颁布《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其中明确界定了“持续规范校外培训，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等内容（以下简称“双减”），“双减”政策均衡了家庭经济差异，避免了高额校外培训支出，保障了义务教育阶段教育结果的公平[2]，充分的缓解了小学生“放学早、接送难”的实际困难，化解了“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现象，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成为了重要议题，开展课后服务成为了落实“双减”政策的重要举措，同时为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发展赢得了空间。教育部最新数据显示“双减”涉及1.56亿中小学校，1000余万教师[3]，90%的学生参加了课后服务，89.8%的教师提供了课后服务[4]，其中29个省份制定了中小学课后服务指导意见以及具体实施办法[5]。在2018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2018）中，我国四省市学科成绩排名第一，学校归属感指数为-0.19分，满意度均值为6.64分，学生的归属感和满意度偏低[6]。通过数据可以看出，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科教学效果呈不断发展趋势，学生学业成绩提升明显。但随即带来的隐患是学生体质健康达标优良率为23.8%[7]，睡眠不达标率为67%[8]，小学生抑郁症检出率约为10%、初中抑郁症检出率约为30%[9]，近视率为53.6%[10]，近视率高居全球第一，成为了新时代体质“贫困户”，过长的学习时间、 过重的学业负担, 是导致青少年体质健康状况恶化、视力不良率上升的主要原因，这样的趋势极不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课后延时体育服务为缓解学生体质下降提供了保障，更为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提供了平台，为了加强学生体质锻炼，云南省将中考成绩分数上升为100分，与语数外均等，北京市体育分值上升为70分，陕西省体育分值提升至60分。由此可以看出，各省份对于学生体质健康问题，都采取了相应的弥补措施，而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更是促进学生体质健康发展的强化措施。如何进一步落实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提高课后服务质量，需要我们提高站位、统筹谋划、打通堵点，将国家意志切实地转化为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需求。

1 我国中小学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演进历程

课后服务主要包括自主阅读、体育、艺术、科普活动、作业辅导、娱乐游戏、拓展训练、开展社团及兴趣小组活动以及观看适宜儿童的影片等。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又称作“课后体育服务”、“体育托管”，是指学校利用现有的体育场地资源，积极引进社会力量，为满足学生全面发展和个人需求，在课后进行的课外体育活动[11]。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具有社会属性，包含公益和盈利两种形式。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我国学者刘丽梅将课后服务分为三个阶段，初创期—中断期—重塑期，我国学者姚喜双将课后服务总结为学校、社会自发组织阶段—地方政策引导阶段—国家统筹规范阶段[12]。通过追本溯源，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演进历程需要相应的开展基础。例如，1954年劳卫制确立课外体育活动的形式；1996年体育社团开始服务于社区锻炼；1992年体育产业初步发展；2000年国家体育总局创建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同年我国学者开始研究体育托管。本文根据课外体育活动、体育社团、体育俱乐部、体育培训业、体育托管以及重大政策改革作为时间节点，梳理出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发展伊始于2000年。因此，将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演进历程总结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课后延时体育服务萌芽期（2000-2014）；第二个阶段为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探索期（2014-2017）；第三个阶段为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发展期（2017-至今）。
1.1课后延时体育服务萌芽期（2000-2014年）

在2000-2014年期间，我国学者的研究集中在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可行性、托管模式等方面，这一时期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处于初步演化阶段，发展形式主要为地方自发组织，称之为“体育托管”。2000年我国学者孙再仁率先开展了体育托管服务的研究，上海市杨浦区具备了相应的托管条件，包括150多所中小学校、10多所高校，以及系统内部几千名体育教师、教练员、专家学者、社会体育指导员组成的团体[13]，尽管2000年就有相关学者提出了建立课后体育服务中心，但至今仍未落实。根据2000年国民体质测试结果显示，青少年体能素质有所下降，肥胖学生明显增多，近视率增多，为了缓解这一现象，国家体育总局利用体育彩票赞助，创办了1192所青少年体育俱乐部[14]，为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发展建立了依托平台。2000年民政部颁发《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并表明社区要面向儿童、老年人、社会贫困户、残疾人等提供社会救助和福利服务，这一时期我国女职工人数已达5600万人，占全国职工总数的38%[15],随着双职工家庭的逐渐增多，儿童放学后无人看管问题凸显，上海市社区居委会率先开展了儿童托管服务[16]，此时我国已经有2247个街道成立了社区体育协会[17]，并参与到托管服务当中。随着《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人们的健身意识逐渐增强，2004年各省份陆续恢复了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对外开放，从而促进了校内体育场地的综合使用，为体育托管服务的发展建立了相应的资源条件，但体育托管的形式在课后服务中所占比重较小，这一时期并未具体的解释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多元价值。为了进一步缓解学生体质下降的问题，2006年教育部等部门颁布《关于开展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的通知》，2007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提出“要把增强学生体质健康发展作为学校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全面完善学校、社区、家庭相结合的青少年体育网络，鼓励家长和孩子共同参加体育锻炼”，此项政策的颁布为体育托管服务的发展拓宽了渠道，融合了“家校社”的多元化参与。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顺利举办，越来越的社会人群开始关注体育锻炼，注重体质健康发展。例如，杭州宏优体育策划有限公司2008年寒假推出儿童体育托管班，主要负责学生放学后的接送问题，并以参与体育活动为主，文化课辅导为辅的形式，开展体育锻炼活动[18]。这一时期体育托管服务主要包括，夏令营、健身俱乐部、青少年活动中心、体育学校、单位或个人托管的服务形式，课后延时体育服务自此建立了研究基础，进入更深层次的发展和研究。2011年教育部颁布《关于在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实施“体育、艺术2+1项目”的通知》、2012年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两份文件更为精准的表明了课外体育活动的重要性，为体育托管服务的后续发展提供了支持。另外，时代发展的历史背景以及所处的经济基础也是影响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发展的因素之一。
1.2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探索期（2014-2017年）

在2014年至2017年期间课后服务进入探索期，这一时期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由自发组织转变为国家统筹管理状态，相关学者的研究内容集中在校外培训的规范治理、法律职权以及安全管理等方面。2014年国家五部委出台《关于2014年规范教育收费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规定禁止校内收取看护费用，直接挤压了校内有偿托管的生存空间[19]，致使课后延时服务在校内外发展出现了分水岭。课后服务大批量涌入社会市场，成为了校外培训机构快速发展的起点。同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新亮点，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增加，体育培训行业不断扩展，许多资质不足的培训机构都揭竿而起。这一时期体育托管服务已经从体育锻炼转变为促进体质健康发展为目的的教育服务，并设置了丰富的托管服务项目供学生自主选择。直到2015年石家庄市出台《关于开展小学生免费托管服务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不得将托管工作作为学校教学的延伸，不得进行集体补课，不得向家长收取任何费用，严禁将托管活动委托给校外培训机构”，并选取了20所小学作为试点单位，开展了体育托管，试点期间暴露出严重的问题，主要为托管师资不足、服务内容单一、绩效保障不足等。由于校内托管服务转变为免费性质，服务质量无法得到保障，教师参与托管的积极性不高，致使校外培训机构逐渐占据了托管市场，承担着绝大多数学生的托管服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家长无法准时接送孩子的难题，提升了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以及学业成绩[20]，但由于培训机构参差不齐、管理制度无序发展，也因此引发了一系列的教育问题和社会问题，诸如学生学习负担加重、焦虑加重、心理压力剧增、家庭教育支出猛增等[21]。2017年我国学者崔胜利对体育托管的模式进行了分类，将其分为市场化体育托管模式、社区体育托管模式、“校-校”合作体育托管模式和“政-社”合作体育托管模式等形式[22]，分析到“校-校”合作体育托管模式属于学校课后体育活动的范畴，具备一定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为现阶段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发展提供借鉴。

1.3 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发展期（2017-至今）

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是对“体育托管”、“课后体育服务”的高度凝练与概括，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由探索期的仅注重体质锻炼、丰富文化生活又增添了新的育人理念[23]。我国学者逐步就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发展现状、规范管理、安全问题、收费标准、服务内容、绩效保障等方面展开研究。2017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学校开展课后服务的主体地位，课后服务作为新的概念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自此之后，以学生托管形式开展的课外活动和培训有了具体的概念界定，校内课后服务进入发展期。2020年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理念”，鼓励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发展，支持社会体育组织参与等内容[24]，此项政策的颁布，为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随着我国人口的不断增长，国家的人才筛选机制愈加严格，教育事业的发展直接承载着社会发展的重任，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愈演愈烈，资本市场逐渐转向了教育领域的投入，使得校外培训机构遍地开花，严重的影响了义务教育阶段的均衡发展。2021年《双减》政策的颁布明确了学校主体角色的强化和回归，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了规范和治理，但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课后服务在校内开展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校内师资有限、场地有限、班容量有限。其次，教师的管理负担过重，会直接影响教学质量和教学主动性。因此，如何维持教育生态的稳定性，落实课后服务的多元保障机制成为了新时代的议题。通过对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演进历程的梳理，更为清晰的掌握了课后服务不同时期的发展情况，以及我国学者关注和聚焦的研究领域，更加明确了课后延时体育服务产生的原因，不同时期的内涵意义以及社会对课后服务给予的期望。相较于国外课后服务的发展，美国的学龄儿童看护、法国的课外活动中心等活动形式，均是以体育为素材来丰富儿童的课余文化生活，以体育活动为媒介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我国应该借鉴美国课后服务发展的模式，联合家庭、学校、社区以及社会公益组织等机构，建立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管理体系，充分的发挥课后教育的育人使命和价值。

2 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机遇与挑战

2.1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机遇

2.1.1国家政策支持体育类培训开展，为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提供法治保障

“双减”政策颁布后，教育部及国家体育总局颁布相关政策16份（见表1 ），18个省份颁布44份文件（见表2），主要对学科类及非学科类培训进行了规范和治理，并根据相关资质研制培训机构的黑白名单，严明规定进入白名单的体育培训机构，才能开展体育类培训以及参与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将语文、数学、道德与法治、历史、地理、外语（英语、日语、俄语）、物理、化学、生物等培训归属为学科类课程，而体育(或健康)、艺术（或音乐、美术）以及综合实践活动（含信息技术教育、劳动与技术教育）等归属为非学科类培训，以体育、艺术为代表的素质教育被划在了红线之外，体育类培训的开展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表1  国家级政策文件汇总表

	序号
	日期
	文件名称
	文号

	1
	2021年7月29日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明确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学科类和非学科类范围的通知
	教监管厅函〔2021〕3号

	2
	2021年8月26日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学习推广北京等地经验做法进一步做好“双减”工作的通知
	教监管厅函〔2021〕5号

	3
	2021年9月1日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教监管厅函〔2021〕6号

	4
	2021年9月3日
	教育部办公厅等三部门关于将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的通知
	教监管厅〔2021〕1号

	5
	2021年9月6日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坚决查处变相违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问题的通知
	教监管厅函〔2021〕8号

	6
	2021年9月13日
	教育部办公厅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教监管厅函〔2021〕9号

	7
	2021年9月13日
	教育部办公厅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编制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项目规划2021—2025年的通知
	教财厅函〔2021〕16号

	8
	2021年9月16日
	教育部办公厅等六部门关于做好现有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由备案改为审批工作的通知
	教监管厅〔2021〕2号

	9
	2021年9月18日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推广学校落实“双减”典型案例的通知
	教基厅函〔2021〕37号

	10
	2021年10月26日
	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加强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监管工作的通知
	教监管函〔2021〕2号

	11
	2021年10月11日
	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做好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工作的通知
	-

	12
	2021年11月10日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项目分类鉴别指南》的通知
	教监管厅函〔2021〕16号

	13
	2021年11月29日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工作的通知
	教基厅函〔2021〕43号

	14
	2021年12月2日
	教育部办公厅 中国科协办公厅关于利用科普资源助推“双减”工作的通知
	教基厅函〔2021〕45号

	15
	2021年12月14日
	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 《课外体育培训行为规范》的通知
	-

	16
	2022年1月6日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认真做好寒假期间“双减”工作的通知
	教监管厅函〔2022〕1号


Table 1  Summary of national policy documents
根据《中国教育服务产业发展报告2020》，中国教育服务行业总体规模约30000亿元，其中早教市场3000亿元，民办幼儿园2600亿元，基础教育校外培训5200亿元[25]，根据2020年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数据显示，体育教育与培训行业总产出为1909.4亿元[26]，占基础教育校外培训比重的36%。根据德勤《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21》最新数据显示，在“双

表2  省级政策文件汇总表

Table 2  Summary of provincial policy documents

	序号
	地区
	文件名称
	文号

	1
	北京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等五部门关于做好义务教育学科类培训机构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相关工作的通知（2021-09-16）
	京教校外〔2021〕4号

	
	
	北京市体育局关于做好青少年体育培训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2021-11-29）
	京体产业字〔2021〕49号

	2
	天津
	市教委 市发展改革委 市财政局 市人社局关于进一步做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课后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2021-09-02）
	津教规范〔2021〕8号

	
	
	市教委 市发展改革委 市财政局 市人社局关于做好我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课后服务经费保障工作的通知（2021-09-29）
	津教政〔2021〕15号

	
	
	市体育局  市教委关于印发天津市非学科（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试行）的通知（2021-11-26）
	津体训竞〔2021〕5号

	3
	上海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上海市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类别鉴定指引》的通知(2021-11-12)
	沪教委规〔2021〕9号

	4
	重庆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重庆市民政局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校外培训负担工作的通知（2021-08-30）
	渝教民发〔2021〕13号

	5
	浙江
	浙江省教育厅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课后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2021-08-26）
	浙教基〔2021〕38号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印发《浙江省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机构学科类和非学科类项目鉴别指引（试行）》的通知（2021-09-27）
	浙教办监管〔2021〕32号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公布首批“双减”优秀实践案例的通知（2021-12-09）
	浙教办函〔2021〕314号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等六部门关于做好现有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由备案改为审批工作的通知（2021-12-20）
	浙教办监管〔2021〕63号

	
	
	浙江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关于印发《浙江省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2022-01-05）
	浙教监管〔2021〕65号

	6
	安徽
	安徽省教育厅 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通知（2021-08-27）
	皖教基〔2021〕9号

	
	
	安徽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提高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水平的实施意见（2021-11-24）
	皖教基〔2021〕18 号

	
	
	安徽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学校考试管理的实施意见（2021-11-24）
	皖教基〔2021〕17 号

	
	
	安徽省教育厅关于提高中小学课堂教学质量的指导意见（2021-11-24）
	皖教基〔2021〕16 号

	7
	山东
	山东省教育厅等4部门关于印发《山东省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2021-09-10）
	鲁教基字〔2021〕8号

	
	
	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统筹管理工作的通知（2021-09-27）
	鲁教基字〔2021〕9号

	
	
	关于印发《山东省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监管办法》的通知（2021-11-05）
	鲁教财字〔2021〕12 号

	
	
	关于印发《山东省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经费保障办法》的通知（2021-12-30）
	鲁教财字〔2021〕15号

	8
	河南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公布河南省2021年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典型案例的通知（2021-10-19）
	-

	
	
	关于印发河南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监管工作方案的通知（2021-10-19）
	-

	
	
	河南省教育厅等六部门关于印发河南省现有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由备案改为审批工作流程的通知（2021-12-04）
	教监管〔2021〕440号

	9
	云南
	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实施意见》（2021-09-29）
	-

	10
	江苏
	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关于全面推进中小学课后服务进一步提升课后服务水平的实施意见（2021-08-13）
	苏教基〔2021〕5号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江苏省义务教育学校考试管理规范》的通知(2022-01-04)
	苏教基函〔2021〕33号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江苏省义务教育学生作业管理规范》的通知(2022-01-04)
	苏教基函〔2021〕32号

	11
	辽宁
	关于进一步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课后服务工作的通知（2021-12-01）
	辽教发〔2021〕67号

	
	
	辽宁省教育厅 辽宁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印发《关于落实义务教育学校校内“双减”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的通知（2021-12-01）
	辽教发〔2021〕77号

	
	
	辽宁省教育厅等九部门关于印发《辽宁省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资金监管工作指引（试行）》的通知（2021-12-01）
	辽教发〔2021〕81号

	12
	福建
	福建省教育厅等八部门关于加快推进全省中小学课后服务扩面提质工作的通知（2021-08-30）
	闽教基〔2021〕33号

	
	
	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省市场监管局印发《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监管的实施方案》的通知（2021-10-08）
	闽发改服价〔2021〕592号

	
	
	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印发《福建省中小学生校外培训项目分类鉴别指南》的通知（2021-12-16）
	闽教发〔2021〕92号

	
	
	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福建省教育厅关于我省义务教育阶段线上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标准的通知（2021-12-30）
	闽发改服价〔2021〕748号

	13
	海南
	海南省教育厅关于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的通知（2021-08-06）
	琼教基〔2021〕70号

	
	
	海南省教育厅关于举办“双减”工作培训班的通知（2021-08-24）
	琼教办〔2021〕19号

	14
	河北
	河北省教育厅等六部门转发关于加强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监管工作的通知（2021-11-18）
	冀教监管〔2021〕1号   

	
	
	河北省教育厅等五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教育收费管理的通知（2021-11-26）
	冀教财〔2021〕17号

	
	
	河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河北省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机构禁止性事项负面清单》的通知（2021-12-07）
	无

	15
	湖南
	关于建立全省“双减”问题监督举报长效机制的通知（2021-10-18）
	湘教通〔2021〕286号

	
	
	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小学课后服务工作的暂行办法》的通知（2021-10-27）
	湘教发〔2021〕52号

	16
	贵州
	贵州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服务指南（2021-10-19）
	-

	17
	广西
	自治区教育厅关于规范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管理的通知（2021-08-06）
	-

	18
	吉林
	关于印发《吉林省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监管办法》的通知（2021-12-21）
	吉教联〔2021〕67号


减”政策及常态化疫情的影响下，基础教育校外培训、民办幼儿园、早教以及民办学科类教育培训收入缩减近11000亿元[27]，学科类培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就义务教育阶段开展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来看，现阶段具备的支持因素为国家政策大力推行，体育类培训项目开展受到政策保护，各个省份都在逐步落实。2021年10月国家体育总局出台《关于做好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确的界定了“各地体育行政部门要根据本地区开展的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体育培训机构、体校、学校体育社团等组织部门与教育行政部门共同遴选，为中小学提供课外体育活动”，相关政策的颁布更加明确了国家大力推进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决心。

2.1.2 重塑健康成长教育生态，为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提供发展空间
“双减”是党中央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不仅是对我国教育理念的重大变革，更是对我国教育生态的重大调整。2020年中国K12教育培训机构已经超过了49万家，是全国大中小学校的两倍以上，在线教育市场规模达到4538亿元，用户规模达到3765.6万人，在线用户人数比例为基础教育在校人数的15%以上[28]。由于培训市场的资本化，校外培训机构迅速增长，我国义务教育阶段演变成“唯分数、唯升学、唯学历、唯奖项、唯出路”的狭隘理念，给学生们带了一定程度的学业压力和紧张情绪，致使学生们体质下降，严重影响了我国教育体系的正常发展，破坏了义务教育阶段教育生态的平衡，忽略了学校育人主阵地的作用。因此，“双减”政策提出重塑教育生态，转变“重智轻体”的固化思想观念，体育作为“双减”政策改革后的重要内容，作为素质教育急需强化的关键部分，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整改中赢得了发展空间。在“双减”时代背景下，课后服务肩负着协同育人的社会使命，现阶段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育人理念不仅仅是为解决“三点半难题”而提出的，更是促进了教育结果的公平，以及素质教育的融合发展，重点突出了学校教育综合服务的延伸，以及学校教育主体角色的强化和回归。“双减”政策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幸福感的深度诠释，是推动义务教育阶段综合素养全面发展的重要举措，课后延时服务作为增强人民群众幸福感的一份事业，应当借期发展契机，更好地发挥课后服务所蕴含的育人价值和理念，转变固化教育观念，实现教育生态的重塑和发展。
2.1.3严禁学科类补课行为，为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提供时间保障
在教育领域最重要、最宝贵的资源就是学生的时间资源，在“双减”政策严明规定不在审批各类培训机构的同时，大力支持体育类培训机构的开展，也充分表明国家对于义务教育阶段青少年体质发展的重视和肯定。由于我国的人才培养体系不健全，多数毕业生就业去向不明，就业压力逐年增长，受社会舆论的影响，多数家长出现焦虑和紧张情绪，家长误以为抓住了校外补习的救命稻草，为孩子创造了更多的学习资源，但却忽略了校外培训的良莠不齐。在《2018年中小学生减负调查报告》中，55.24%的家长表示升学压力造成学生学业负担过重，43%表示可以接受[29]，由此可以看出，大部分家长理解孩子的学业压力，但又不知如何有效的缓解。“双减”政策颁布后，充分的缓解了家长和孩子的紧张情绪，减轻了学生的课业负担。同时，教育部又提出了“双增”，双减+双增=健康发展，明确的提出了增加学生参加体育、音乐、美术课外学习的时间和机会，“双减”政策使学生们的空闲时间增多了，用于体育锻炼的时间增加了。课后延时体育服务作为课后服务的形式之一，对于培养学生运动兴趣、增强学生体质发展以及终身体育意识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教育部提出要联合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少年宫等机构，加强与体育局、文化局等相关部门的沟通与协作，进一步拓展课后服务渠道，为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发展提供政策的保障。随着中考体育分值的增加，以及我国36所强基建设试点高校将体育成绩纳入高考成绩的决策，也会激励家长更加重视孩子体质健康发展的问题，从而利用更多的时间参与课后延时体育服务。
2.1.4学生体质发展切实需求，为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提供需求保障
自“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学生体质健康问题逐渐凸显，我国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指标连续20多年下降，其中，33%存在不同程度的健康隐患，“小胖墩、小眼睛、小糖人”等情况突出，每天锻炼一小时的学生不足30%[30],存在严重缺乏锻炼的情况。受传统教育观念和选才模式的影响，校外培训违背了托管的真实意愿，仅关注学业成绩提升，最终导致多数学生的体质下降，近视、肥胖人数持续增加[31]，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发展。虽然教育部下发了相关文件，但政策执行力度仍然不足，身体素质的提升依然是现阶段的主要问题，学校需要建立相应的长效机制，拓展学生的体育素养[32]。“双减”政策为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开展扫除了时间和空间的障碍，也为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发展提供了法制保障，最后落实到学生体质发展的切实需求上，更为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发展加重了砝码，其重要价值毋庸置疑。青少年时期是学生体质发展的黄金时期，多项研究表明，60分钟以内课外体育活动能有效的提升学业成绩[33]，体育锻炼不仅可以有效的缓解学生的课业负担、促进身心健康发展，培养学生们团队合作的精神和品质，更能促进骨质增长[34]、提高心肺耐力、改善心血管系统等功能[35]，有效的预防超重肥胖等各种疾病[36]。根据2021年教育部等印发的《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光明行动工作方案（2021—2025年）》通知，明确提出“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和户外活动，每周参加3次以上中等强度体育活动”[37]，通过体育锻炼来缓解学生的用眼时间，实现真正的“走出去”，将电子设备“放下来”。因此，如何更为科学和高效的开展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成为了学校体育工作开展的重要内容。

2.2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挑战

2.2.1校内资源不足制约了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普及性

在“双减”政策颁布后，课后服务延长了学生的在校时间，我国各省份均已开展了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市区内小学已经完全除去“放羊式”教学模式，已经具备了完善的体育教学制度。根据2018年《中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显示，学生们喜欢体育课程的平均比例为90.1%，喜欢体育教师的平均比例为87.6%[38]，由此可见，体育类项目在学校非常受欢迎，但却面临着校内场地不足、体育师资不足、教育资源不足以及班容量受限等问题的挑战，学生的多元化需求难以得到满足。根据教育部颁布的《小学体育器材设施配备标准》中，明确规定了各类场地器材的配备标准，但学校实际场地器材现状并不乐观，市区内学校受体育场地无法扩建的限制，市区外的学校受到相应配备资金的限制，均无法有效推进。其次，还存在部分《标准》中规定的器材，在中小学实际教学中并未使用的情况，存在“名存实亡”的现状。例如，木哑铃、秋千、攀登架、攀岩墙等都在《标准》中“必不可少”行列里，但在中小学课内教学和课后活动中都未见其使用，为了避免教育资源浪费，能否将其在课后延时体育服务中实现其应有的价值值得深思。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明确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学科类和非学科类范围的通知》中，校内师资中仅有的音体美科目划在课后服务内，而师资队伍中音体美教师相应欠缺，师资结构存在的矛盾现象再次呈现在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当中。相关数据显示，我国义务教育阶段体育教师为59.5万[39]，缺口为30余万人[40]，我国以平均每年新增体育教师2万人的幅度增长，短期内依然无法解决体育师资不足的现状，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更是加大了对体育教师的需求，致使体育教师的匮乏更为严峻，成为了制约课后服务发展的关键因素。最后，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开展存在着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学校开设的课后服务多以在校体育教师教授项目为主，对标中考体育以及高考体育，服务内容较为单一，形式较为枯燥，并未惠及到每一位学生，仍然存在课后服务时间在教室内上自习的情况，这些因素都给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普及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2.2.2绩效保障不足影响了学校落实课后延时服务的积极性

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在校内开展的关键问题为课后服务的绩效保障并未落实,主要包括学校经费保障、教师绩效保障、学生安全保障等问题，这些因素影响了学校开展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积极性。根据教育在线调查数据显示，大部分学生和家长都接受参与课后延时体育服务，但实际开展效果并不乐观，在课后服务的内容安排中，41%的家长希望安排教师辅导学生作业，21%的家长希望孩子参与体育锻炼[41]，体育占比并不高，学校和家长依然将目光集中在主科教学。其次，由于现阶段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只是试行，学校各方面的保障机制并未落实，大部分学校处于探索阶段，由于工作时间的延长，教师们存在消极懈怠的情绪，而且受班容量以及安全隐患的影响，致使部分学校一周只开展一次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存在迎合国家政策的情况，这种现象极不符合“双减”政策落实的初衷。再次，针对学校资金保障，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并未落实到具体的服务成本和服务经费安排阶段，仍然处于预算阶段，由于国家严明规定不允许学校乱收费现象，部分学校不敢逾越管理红线，私自筹定收费细则，致使学校在课后延时服务管理及服务资金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开展课后延时服务的难度加大，实施效果也相应较差。关于课后服务师资经费的规定部分省份经已经落实，其中广东、江苏、浙江、山东、海南五个省市实施政府财政补贴、学校支持、家长合理分担等部分收费的方式，而北京、上海、河北、天津、福建等省份主要实施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财政补贴等免费的方式，其余省份仍然处于观望和筹划阶段。
2.2.3管理体系不健全阻碍了社会力量的参与性

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发展面临许多管理问题，涉及管理职权分配、监管机制统筹、服务质量评估等多个方面，同时也牵涉到教育直属部门、人力资源、文体活动、市场监管、民政、工商等相关部门的职责归属，以及引进社会力量参与课后服务的职权划分等问题。从管理职权分配来看，目前中小学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实施还处于初步阶段，相关的配套政策法规并不完善，政府对于学校监管的范畴仍需加强和细化，部分学校仍然存在对课后延时体育服务认知不足的情况，由于学校领导以及家长对于学生兴趣培养的忽略，致使课后服务无法付诸落实。另外，校外培训机构的自主性和选择性与校内管理体制不同，存在着沟通不畅的情况，无法形成需求与供给的稳定平衡。其次,在监管机制方面，学校目前并未形成相应的监管方略，而是努力的凸显各自学校在课后服务过程内容结构的丰盈以及如何创造出更多的服务价值，存在监管机制缺位的情况，这也是影响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发展的因素之一。最后，在服务质量评估方面，由于社会力量中包含的社区、社体中心、公益组织等并未介入过儿童课后教育，对其课后服务模式并未深入研究，如何根据学生的现实需求，纳入素质教育的理念和内容，仍然需要长期的经验基础和实践积累，目前我国将中小学课后服务集中在校内开展，其实质是在规避社会力量隐含的风险因素，但第三方机构进校园同样面临着相应的管理问题，以及教师参与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绩效保障、时间安排等都需要得到妥善的处理。因此，管理体系不健全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社会力量参与课后延时体育服务。
2.2.4校外培训资本化混淆了教育结果的公平性 
“双减”政策颁布的原因之一，主要在于抑制校外培训资本化，它给整个教育生态体系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主要包括校外培训支出大于义务教育支出、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和培训负担、家长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等因素最终导致了教育结果的不公平性。相关数据显示，我国校外培训总花费已经超过义务教育的总投入，中国智慧教育市场规模由2016年的4960亿元增至2021年的9057亿元，说明义务教育阶段大多数学生都参加了课外培训[42]，家长们忽略了学校育人主阵地的价值和作用。《21世纪经济报道》显示，猿辅导在线教育2020年融资规模达22亿美元，投资者包括腾讯、高瓴资本、博裕资本和IDG资本，使得猿辅导在线教育公司的总估值达155亿美元[43]，严重的混淆了“谁来培养人？培养怎样的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宗旨。其次，由于校外培训缺乏相应的市场监管机制，教育培训市场乱象横生，已经构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主要包括校外培训管理、食品安全、收费价格、营业资质等问题，这些问题也逐步演变成了培训市场的竞争，各类培训机构为了提高宣传的噱头，以培养文化课程辅导为媒介，开展各类名师辅导班、海外英语辅导班等托管服务，将社会资本引入教育培训行业。最后，随着教育资源的争夺、名校的竞争、以及高学历的傍身，家长们自身的虚荣与利益不断驱使着孩子们学业负担的加重，校外培训成为了补习功课的主战场，严重的影响了教育结果的公平性，这一系列的演化最终导致了学生体质下降，身体素质越来越差，给整个教育生态系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和假象。因此，“双减”政策解决的不仅仅是教育培训问题，更是社会层面对于教育认知的长期反馈结果，也是我国教育生态平衡发展的全局性问题。
3 中小学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实现路径

3.1积极引进社会资源参与，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共育新格局

“双减”政策将1.56亿中小学生从学业负担和培训负担中解放出来，但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无形中为教师增添了新的工作压力，为了充分的缓解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教育资源问题，应当积极的引进社会资源参与到课后服务当中，为课后延时体育服务补充师资、丰富内容。主要措施为以下三点。第一，充分发挥政府、学校、家庭、社会组织的资源优势。通过政府购买的形式，向体育局下属单位、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少体校、青少年宫、社区服务中心、社会体育培训等盈利机构进行招募和遴选，引进符合相关资质的机构，促进学生对校外体育文化、国防教育、安全教育知识的掌握和理解，拓宽学生的认知领域，做好课后教育的有效延伸。其次，通过企业赞助、社会公益组织等非盈利机构，为义务教育阶段引进公益资源，在引进社会力量的同时，要树立战略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和底线思维，确保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稳定发展。第二，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发展。根据《中小学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的规划和设计，积极研发符合地域特色的校本体育活动，根据学校资源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的开发和更新现有教育素材，创设灵活多样的课后服务内容，并通过集团化办学、城乡教育共同体建设以及教师交流轮岗等形式，推动校际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其次，应当借助校外培训机构闲置的场地、器材，避免优质场地资源的浪费，补充校内场地器材的不足，让校外的设施资源真正的成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加强对师资薄弱地区的精准扶贫，为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发展保驾护航。第三，建立完善的课后服务师资队伍。为了避免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发展中师资不足的问题再次呈现，应当建立相应的后续储备资源，建立高校与中小学定点支援计划，聘请高校教师到中小学参与指导工作，为义务教育阶段培养优质师资队伍，也为高校建立定点实习单位，实现互利共赢的发展模式。例如，北京市教委主导的“高参小”项目，主要利用高校与中小学建立合作计划，促进中小学体育、美术的发展。海淀区有22所学校参与了“高参小”项目，受益小学生37450名，占海淀区小学生总数的22%，获得了良好的教育资源补充，为义务教育阶段体育美育的发展带来福音。

3.2健全绩效保障评价机制，探寻课后服务提效增质新举措
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落实关系着政府、学校、家长、教师、学生等多个利益主体，各个主体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健全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保障机制是落实课后服务的关键一步，应当逐步完善经费保障制度、相关政策法规以及监督评价等方面的问题。主要为以下三点。第一，健全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经费保障制度。政府部门应当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建立由政府购买、企业赞助、家长适当收费的方式，保障校内课后服务长期稳定开展。服务经费可借鉴北京市资金监管“防火墙”模式，采取第三方银行存管模式监管课后服务经费，避免课后服务中出现的“人财两空”、“卷钱跑路”的管理混乱，政府部门定期审计检查，对学校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项目经费进行明确公示，确保经费的稳定收支，明确服务教师和相关人员补助标准，提高教师参与积极性，确保课后延时服务质量。其次，在专项经费投入和使用方面，还要考虑学习材料、器材设施等易耗品经费预算。第二，政府部门需颁布相应的政策及法律保障。政府部门应当严明规定校内体育教师参与课后服务的权益受法律保护，合法享受课后服务的劳务津贴，将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绩效考核纳入教师职称评定的范畴，建立相应的激励政策，为表现突出的教师颁发个人荣誉和相应嘉奖，以此促进课后服务体系的优化升级。第三，建立完善的监督评价机制。将学校、教师、家长、学生以及社会组织等纳入到课后服务的评价体系当中，促进多元主体参与监督评价，对课后服务开展情况、实际效益、学生满意度、家长满意度、教师绩效补贴以及社会组织带来的实际成果进行定期的评估和检查，并通过评估、测试、观察等方式检验课后服务开展的效果，对于表现优良的第三方服务机构，予以星级评定，并按星结算劳务，以此激励校外师资不断的优化服务质量，对课后服务中不认真不负责的社会机构给予退出机制的严惩。
3.3构建课后延时体育服务体系，厘清各级管理职能新思路
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急需建立由政府主导、由学校组织、由社会参与的全新管理模式，课后延时体育服务作为教育服务的延伸，不仅是学校和教师的责任，还涉及政府、学校、家庭等教育职能的重新分配，需要多方利益主体在制度管控下承担相应的职责，主要为以下三点。第一，建立完善的课后体育服务管理体系。政府部门应当联合“家校社”统筹推进，在制定政策、协调编制、师资轮岗、筹措资金、监督考核等方面积极发挥作用，协调多方社会资源实现协同治理、共同育人的目标，规范和完善现阶段的管理体系，整合现有师资队伍，合理引入社会资源，厘清课后服务的管理职能，宏观调控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内容结构，为义务教育阶段建立科学可行的服务体系。第二，建立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治理体系。‘双减’政策强调了教育的普惠性，实质是治理教育资本的无序扩张，依据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和依法治理、科学治理的理性概括，凝练出治理的具体方针和实施路径，对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各级管理机制进行优化整改，逐步落实引进社会力量参与后，管理职能的再分配，重塑课后服务的良好教育生态，以期实现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育人使命。另外，要加强对课后服务质量的监督管理，如服务环境、设施与场地、卫生与安全，宗旨与目标、内容与方案、师资绩效与考核等都是监督治理的重要内容。第三，推动数字化管理平台的搭建。网络平台是连接课后服务的关键枢纽，利用信息化技术打破“家校社”联通的壁垒，创设“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媒介与平台，实现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信息化发展，运用人工智能、AI等技术实现校内教师的减负，实现素质教育与科技化发展的深度融合，打造服务于课后教育的课程资源、管理平台、服务平台、信息反馈平台等，以数字资源为桥梁和媒介，逐步引领义务教育阶段正确的育人观与升学观。例如，在跳绳的过程中，智慧体育系统能够记录学生的心率、跳绳的次数等，帮助学生预防和纠正错误动作。在跳远的时候，通过AI视觉可以分析学生的动作技术，具体到跳远动作重心的转移以及如何调整和优化动作。
3.4明确学校育人主体地位，积极践行五育融合新理念

课后延时体育服务集中在校内开展，促进了教育的强化与回归，明确了学校育人的主体地位，保障了教育结果的公平性。课后延时体育服务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共同构成了“五育融合”发展的教育理念，“五育融合”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总体目标，也是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发展的新航向。主要为以下三点。第一，强化学校育人主阵地的价值和作用。在“双减”时代背景下，学校的职能和定位需要重新定义和划分，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应当转变教育理念和方式，引领学生乐在其中、学在其中，并以学生核心素养和综合能力的提升为理念，向学生们传递更多的教育元素。通过交流和协作，教会学生们勇敢与坚强、学会面对成功与失败，凝练体育学科所特有的毅力和品质；通过游戏，教会他们团结与协同，培养孩子们的社交能力、思辨能力以及创新能力，避免抑郁、社交恐惧等心理问题的出现。第二，促进义务教育阶段“五育融合”发展。在构建课后延时体育服务体系的内容结构时，应当逐步的融入德育、智育、美育、劳动教育的元素，逐步落实内容融合、资源融合、服务融合、目标融合、评价融合，让学生在发展体质和兴趣培养的同时，实现“五育”融合发展。例如，在啦啦操比赛中，不仅促进了学生的体质发展，更是促进了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首先，服装的选择、动作的设计以及音乐的选取都是发展美育的良好契机。其次，在体育比赛中呈现的运动技能，体现了学生的努力程度以及团队的配合。再次，比赛结果的排名是对阶段性成果的评价，教会学生们总结经验、收敛个性、学会包容与分享，摈弃当代独生子女的依赖性，逐步实现“五育融合”发展。第三，为终身体育理念奠定基础。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更像是全民健身事业的缩影，在义务教育阶段培养学生们参与体育锻炼的习惯，不仅为学校体质测试做好铺垫工作，更为我国高水平运动队建立储备资源。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应当涵盖丰富的内容结构，充分释放孩子们的运动激情，培养孩子们的运动天赋与才能，营造轻松愉悦的活动氛围，潜移默化的促进终身体育理念的形成。通过良好的舆论与宣传，逐步引领家庭体育以及社会体育的参与，从而推动“体育强国”战略目标的实现。

结论

课后延时体育服务作为课后服务的重要承载形式，在中小学课后服务开展中至关重要，本文基于相关资料梳理了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演进历程、机遇挑战、实现路径，更为精准的聚焦了课后服务每个时期的发展脉络，以及在“双减”时代背景下如何更为科学的发展课后延时体育服务体系。在后续发展中，应当确保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普及性、学校参与的积极性、教育结果的公平性、社会力量的参与性，促进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实现五育融合，明确学校育人主阵地，秉持“双减”政策实现路径的新举措、新格局、新思想、新理念发展目标，实现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高质量发展。其次，通过学校教育的普及和拓宽，必将带动家庭体育、社会体育的参与，从而促进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以及体育强国战略目标的实现。因此，义务教育阶段开展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对学生终身体育意识的培养、以及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都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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